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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将责任纳入平等的尝试
——对罗尔斯平等观责任缺位的批判


摘 要：平等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其建构和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摒弃了绝对平等而更关注分配正义。约翰·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观”作为当代平等理论中最著名的观点之一，激发了关于平等的辩论，同时也面临着以诺齐克为代表的右翼和以德沃金为代表的左翼的双重批判。这两个方面的批驳都重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指出了其平等理论的重要困境——对个人责任的忽视和消解。德沃金在对福利平等和罗尔斯平等观的批驳的基础上，建构了“资源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试图将责任纳入平等之中以弥补“民主的平等”的缺陷。调和平等与责任的关系作为资源平等的理论焦点，主要体现在德沃金将责任融入到其理论的伦理基础和具体目标中。德沃金的这一努力既回应了部分保守主义学者对当代平等理论的质疑，又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自身也存在限度但对当代平等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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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kin 's Attempt to Include responsibility into Equality 
——A critique of the absenc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Rawls’ equality view



Abstract: Equality,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formed some consensus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 abandoning absolute equality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theory of equality, John Rawls's "democratic view of equality",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heories, inspired the debate on the theory of equality, and also faced double criticism that right-wing which representative figure is Nozick and the right-wing which representative figure is Dworkin. Both of these critic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tial principle" in the "democratic view of equality",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t predicament of Rawls' theory of equality - the dissolu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 of welfare equality and Rawls 'equality view, Dworkin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resource equality" and tries to incorporate the responsibility into equality to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Rawls' equality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re content of resource equality,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eth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goal of resource equality. Dworkin's efforts not only responded to some of the conservative doctrine of contemporary equality theory, but also promoted the rise of the theory of luck equalitarianis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quality theory.
Key words: equality; resource equality; responsibility; Dworkin; differential principle


导言：平等理论中责任问题的突显
平等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在平等理论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平等的追求趋于理性，绝对平等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市场。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人公开为奴隶制度做辩护，人们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不平等现象有着一致的反对。
在当代平等理论中，人们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分配正义问题，问题聚焦在我们应该提倡何种平等和如何实现这种平等，从而使“谁应当得到什么”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约翰·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的著作《正义论》中倡导的“民主的平等”在政治哲学界举足轻重。其中，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用“社会基本善”来界定处境最差者，使得其平等理论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其平等观忽视了个人责任。罗纳德·德沃金批判和发展了罗尔斯的平等理论，尝试使被罗尔斯“遗忘”的个人责任在平等中拥有一席之地。他将责任纳入其“资源平等”理论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两个理论目标——“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中。德沃金在重视责任的同时强调了“选择”这一概念，认为源于“选择”因素的不平等是正当的，该责任必须由个人来承担。然而由于“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则是不公正的，这就需要政府矫正个人不能为之承担责任的因素比如“禀赋”等所带来的不平等。本文从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以及其面临的批判入手，探讨德沃金是如何努力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来弥补罗尔斯理论成果的缺陷，并努力调和平等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一、罗尔斯平等观与责任的疏离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的提出引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界对于平等理论的讨论，我认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正是以罗尔斯的平等观为起点的。罗尔斯对其平等理论主要采取了两种论证方式，分别是基于道德自觉的论证和从原初状态出发的论证。罗尔斯将其平等观念称为“民主的平等”，差别原则作为民主的平等观的主要内容，强调在事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时,分配必须“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在罗尔斯看来，社会基本结构对于平等的影响十分显著，贯穿着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始终。比如，出身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生活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是特别深刻的，这些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最初的应用对象。[footnoteRef:2]基于以上的考虑，罗尔斯建构的“民主的平等”是建立在道德直觉基础上的。罗尔斯提出的一般正义观的内容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任何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处境最不利者”[footnoteRef:3]。罗尔斯对社会中“处境最差者”这一群体的关注可见一斑，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分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在罗尔斯提出的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突出体现了“差别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结合形成了罗尔斯“民主的平等”的主要理论体系。 [2: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3: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p.303.] 

一般而言，机会平等这一理念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契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发展自身禀赋、参与社会分工。这类似于生活中常提到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尽管机会平等部分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人们仍然会受到某些难以避免的自然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对于一些先天性的残障人士，机会平等就显得没有实际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偶然因素应该怎样被对待？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公应该如何解决？          
对此，罗尔斯曾提出了一种“反应得理论”：“没有一个人应得（deserve）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的地位，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初始地位一样。”[footnoteRef:4]这显然是从道德直觉的视角来看待分配问题的——人们从自然禀赋中获得的利益并非应得（这种应得建立在任意和偶然基础之上）。比如没有人天生应得优越的家庭环境，也没有人应得较差的天赋，自然禀赋的优劣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随机的和偶然的。如果人们的命运是由这些偶然因素决定的，那这显然是非正义的。然而，罗尔斯的“反应得”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个人权利呢？我认为，人们对自身禀赋的发展和运用是其个人权利和责任的体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符合平等的要求，罗尔斯为了建构一个使人们不受自然和社会双重偶然因素影响的社会而忽视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做法欠妥。 [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p.311.] 

依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自然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尽管对分配造成了影响，但这并非不可改变，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缓解这一现象。差别原则的主要宗旨是当先天条件相对优越的人享用“天赋”时，必须能保证这一行为能够有利于处境最差者，这样才体现了平等的真正内涵。实际上，在罗尔斯那里，绝对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平等与不平等并非完全对立，不平等现象是可以出现的，只要这一行为合乎处境最差者的最大利益就是正当的。这是罗尔斯就其“民主的平等”进行的第一种论证，然而基于直觉主义存在的缺陷，罗尔斯还进行了从原初状态出发的论证。
罗尔斯运用了契约论的思路，但他没有把“自然状态”这一传统契约论中的概念照搬进他的平等理论中，而是将这个概念发展为“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是指我们想达到某种正义观时所进行的一种理想的假设：“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自然资产、能力、智力、体力以及类似的因素分配方面的运气。我将甚至假定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的善观念或他们的特殊的心理倾向。”[footnoteRef:5]同时正义原则是在“无知之幕”后面被选择的，在“无知之幕”的作用下，各方仅知道有关于社会的普遍事实、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以及人们的心理。罗尔斯认为，正是无知之幕为我们实现程序上纯粹的正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5:  同上, p.12.] 

在罗尔斯那里，以上两种论述思路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并且互为验证的。这就是罗尔斯所使用的“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法：我们对于原初状态的描述应当和道德直觉相协调，形成平衡的关系。因此，罗尔斯对于“民主的平等”的两种论证其实是一致的，它们殊途同归地走向了差别原则。实际上，罗尔斯平等观的核心就在于差别原则。
（一）对差别原则的反思——个人责任的缺位
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和维护其平等理论的两种论证方式真正能够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吗？罗尔斯在建构“民主的平等”时对个人责任的忽视会导致平等的实践走入困境。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立脚点是群体（最不利地位的群体），而未对个人责任进行定位，因此其平等理论在个人责任的问题上无能为力。
诺齐克提出了一种以“持有正义”（justice in holdings）为核心的“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与罗尔斯的平等观中差别原则进行对抗。持有正义包含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获取的正义原则”，即如果一个人完全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持有权，那么该持有是正义的。第二个原则是“转让正义原则”，仅通过法律进行自愿交换或馈赠完成而不是利用欺诈手段来实现的个人之间的转移是正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实际持有情况都符合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存在不公正现象。所以为了维护正义，必须坚持纠正不公，这就是持有正义的第三个原则：“矫正的正义原则”。[footnoteRef:6] [6:  参见【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诺齐克直接批驳了罗尔斯的平等观，他提出了“自我所有权”的概念来与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对抗。诺齐克认为自我所有权由个人对自己的权利构成，“无论从道德观点来看人们的天资是不是任意的，他们对它们都是有资格的，从而对来自它们的东西也是有资格的”[footnoteRef:7]。为每个人所拥有的自我所有权给予了人们对于来源于禀赋的其他资源的持有权利，这种权利不容侵犯。与此同时，诺齐克同意康德式的道德原则，倡导人是目标，而不仅仅是手段，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我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要求具有较高自然禀赋的人只有在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前提下才能从其自身禀赋中获得利益的观点与自我所有权显然不相容，诺齐克对自我所有权的宣告强调了“个人”在平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7:  同上，第271页。]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对责任问题的忽视主要造成了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差别原则使个人对本不应该由自身承担责任的行为承担了责任，个人与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尽管罗尔斯批判功利主义没有仔细对待人与人的差别，但是他的差别原则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关注度仍然不够。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在对差别原则的选择中，“为什么要选择一种关注群体而非关注个人的原则。……为什么排除了抑郁病患者群体、酗酒者群体或者有代表性的截瘫病人？”[footnoteRef:8]差别原则不应该仅仅针对某些群体的处境，而应该更加关注群体中的个人，即为什么个人处于不利处境（因为在原初状态下做出选择的是个人而非群体）。与此同时，差别原则在对处境最差者进行定义时，抑郁病患者等因为自然基本善而处于不利状态的一类人未被包含在内，这意味着他们得不到社会任何形式的补偿。这也就使他们承担了额外的责任，这是不符合正当的要求的。 [8: 【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其次，差别原则没有使得个人对其选择承担责任。在罗尔斯那里，自由制度不公平的原因是它允许分配受到道义上非常随意和任意的因素的影响。罗尔斯的论述并没有指出人们应该如何发展他们的自然禀赋，这就意味着忽视了责任原则。假设两个拥有相同自然资源的人选择一个发展自然禀赋，另一个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那么前者就应该得到由其天禀所带来的利益。如果资源的重新分配是在差别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就会导致把没有发展自然禀赋的人的责任赋予他人，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那些没有发展自然禀赋的人应该得到一个糟糕的情况，相对地，那些选择发展自然禀赋的人的处境应该是比较好的。在诺齐克的理论中，罗尔斯认为自然偶性和社会偶性从道义上看是任意的的这一观点是武断的：“如果由任意的因素所产生的东西不具有任何道德重要性，那么任何一个特定个人的存在也都毫无道德重要性，因为从一种道义立场看，在众多精子中，哪一个要成功地与卵子结合（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完全是任意的。这意味着罗尔斯立场的精神实质而非字面意义的另一种不具体的反对。每个现存的人都是这样一种过程的产物，其中成功的这个精子并不比其他成千上万个失败的精子更加应得。”[footnoteRef:9]如果任何道义上的应得概念所依赖的前提自身必须保证也是应得的，那么寻求根源，应得的概念就虚无缥缈了。 [9: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p.226.] 

对于罗尔斯而言，自然禀赋作为一种集体资产进行分配，没有人应该拥有较高或者较低的禀赋。然而，我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应该排除或最小化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个人拥有更高的自然禀赋，不会侵犯他人的权益。所以我认为一个人从自然禀赋中获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益就是正当的。个人有资格持有由其自然禀赋带来的利益。所以，人们应当重视在发展禀赋时的个人选择并为其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而不应当仅仅把禀赋作为共有的资产纳入再分配的范围。
（二）德沃金对罗尔斯平等观的挑战
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观之所以优于其他平等理论主要是因为它排除了一切能对分配造成影响的偶然因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待人，从而实现了分配正义。然而，事实真的如罗尔斯所愿吗？
在德沃金看来，罗尔斯的理论体系并没有达成平等待人的诉求，为此他从五个方面对罗尔斯的平等观进行了批判：
第一，德沃金对罗尔斯采用的契约论的论证方式进行了挑战。德沃金认为，罗尔斯忽视了那些从未签署过他所谓的契约的人，罗尔斯的“契约是虚拟的，虚拟的契约并不能够提供为了公平而强迫缔约者履约的独立理由。一个虚拟的契约根本就不是一个实际契约的某种形式。它根本就不是契约”。[footnoteRef:10]原初状态中人们的利益预期与现代人对自身利益的预期不同。在原初状态达成的合同实际上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原初状态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之上的。人们期望中利益通过选择两个正义原则来影响着人们，因此人们选择正义的两个原则不是为了实际利益（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不符合每个人的真实最大利益）。同时由于人们处于原初状态，做出的选择往往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在拥有更多的知识之后，在公平的基础上对人们强加这一原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原初状态的设计（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长篇论述过的）不能被合理地当作政治哲学的起点。它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要解释原初状态为何具有那种特点以及在原初状态中的人选择特定原则的事实为何证明了它们是正义原则的理论”[footnoteRef:11]德沃金对于罗尔斯的契约论的批判是根本性的，他试图从根源上挑战罗尔斯提出的“民主的平等”，然而德沃金并没有彻底摒弃罗尔斯平等理论中“假想”这一思路，并在建构资源平等理论时大胆进行了思想实验，他认为“原初状态作为一种论证正义理论的工具，或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任何原初状态的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支持这种方法的资源平等解释正确与否，而不是相反。”[footnoteRef:12]与罗尔斯相比德沃金的进步之处在于使人们对自身了解得更多，从而排除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10: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1977,p.151.]  [11: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118.]  [12:  同上，p.119.] 

第二，德沃金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中的“处境最差的群体”这一观点含糊不清，对于应用到具体的福利实践是无能为力的。
“处境最差的群体这个概念太过笼统以至无法根据它制订出任何具体的福利计划，因为当把差别原则运用于福利问题时，我们选定多大的底层范围来构成这一群体，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footnoteRef:13]可见，罗尔斯对于处境最差者的划分并不规范和明确，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否在此范围内与其运气密不可分。所以差别原则在现实的福利政策实践中往往不能发挥效力。 [13:  同上，p.330.] 

第三，差别原则没有补偿先天残障的人士，这不符合正义的要求。他认为差别原则“看起来不足以对那些生理或精神上天生残障者的处境做出反应，他们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生活最差的群体，因为这些群体是从经济上加以定义的，他们也不会被视为是任何这类群体中的代表或一般成员”[footnoteRef:14]“差别原则只针对资源平等所承认的平等维度的一个方面。前者假定基本善的简单平等是基本的或真正的平等，而不考虑抱负、嗜好、职业或消费上的差别，更不用说生理状况或残障上的差别。”[footnoteRef:15]罗尔斯只用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量作为衡量处境最差者标准，然而对于因为疾病或单纯由于运气欠佳而生活得窘迫的人和那些由于努力不足或不工作而导致生活状况糟糕的人，罗尔斯没有进行区别。很明显，罗尔斯以社会基本善为指标来界定所谓的处于最糟糕境地的人，使他无视了由自然因素导致的最坏局面。例如，先天性残疾人，他将不得不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以及高昂的治疗费用。然而，先天性残疾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道德上的任意性所带来的。罗尔斯只将社会基本善作为指标，因而将先天残疾人士从处境最差者中排除了。因此，差别原则并不能弥补自然禀赋的差异，而罗尔斯的平等观也是有缺陷的。 [14:  同上，p.113.]  [15:  同上，p.116.] 

第四，差别原则只关注了拥有最少的社会基本善的一类人，而没能使个人对其选择承担应有的责任，这是差别原则的重要限度。在德沃金看来，努力改善处境最差者的状态是我们应当做的，而对这一行为会给其他群体造成的影响不加以考虑。如此，对于一项福利政策的实践我们只考虑了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难道符合正义的要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处境极为糟糕的人是因为自身懒惰，而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救济，这显然是没有为其主观因素承担责任的。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处境最差者的处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主观因素还是不可控的客观环境因素？差别原则没能对这一问题给出答复，直接导致了个人责任在分配过程中缺位。
第五，差别原则错误地把每个公民独立的权利当作群体的处境。正义和平等应当对应具体的个人，而非一类人。个人责任不能被集体责任替代。差别原则“把正义与某个群体相联系，不是把它作为对某种原则上更人性化的、更深层的平等观的一种次优的实践性调整，而是因为原初状态中的确定何为最基本的正义原则的选择，由于实践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是从群体的视角来建构的”[footnoteRef:16]由此可见，罗尔斯没有关照到处境最差者这一群体内部的诸多差异，如职业、嗜好等，而仅仅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这是不恰当的而且会带来有违于平等分配的结果。我认为，罗尔斯的平等观尽管是民主的，但是其差别原则不是个人主义的，没有关照到社会中的具体个体。 [16: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115.] 

（三）德沃金批判差别原则的反思
我认为德沃金对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批判是直接而有力的，他明确指出了罗尔斯的平等观的重要缺陷——个人责任的缺位。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并未必然地使人们对其个人选择负责。首先，罗尔斯认为在一种良序社会中，“最不利者是指拥有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footnoteRef:17]。但是，这种判断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判断标准忽视了自然基本善的缺乏者（如天生残障人士）。肯尼斯·J.阿罗也对罗尔斯的这一判断标准进行了批驳，比如一个先天残障的富人和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贫穷者，到底谁属于处境最差者呢？[footnoteRef:18]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显然残疾的富人不属于处境最差者这一群体范畴，而健康的穷人符合社会基本善最少者这一定义、因此能得到来自社会的救济。然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因为来源于自然的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阻碍，但却不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弥补，这既不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也与以差别原则为核心的平等理论的目标相违背。因此，罗尔斯只有将先天残障等自然基本善带来的不平等纳入“处境最差者”的判断标准之中才能使其平等理论更加完备和具有说服力。[footnoteRef:19] [17: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5页。类似观点亦可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p.93,98,285.]  [18:  Kenneth J. Arrow, “Some Ordinalist-Utilitarian Notes o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70,No.9,1973,pp.253-255]  [19: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的修订版中对处境最差者进行了重新界定，把自然禀赋较差的人和生活中运气较差的人囊括进来，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3.后来罗尔斯在考虑社会基本善的基础上，也考虑了自然善，可见德沃金在这一点上对差别原则的批判是有力的。] 

此外，由于差别原则没能考虑不平等的根源问题（一些不平等现象是由于个人选择导致的），使得对处境最差者补偿时产生了不平等，即依据罗尔斯的平等理论因个人选择而造成的不平等同样得到了补偿。由此可见，差别原则的另一主要限度在于对个人责任的消解。
基于德沃金对罗尔斯平等观的两个重要限度的批判，德沃金尝试将责任囊括进平等之中，建构“资源平等”理论体系，完成对罗尔斯平等观的重构与完善。此举在保罗·凯利（Paul Kelly）的视角下，“在试图结合公平、平等与选择、责任方面，德沃金的理论是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footnoteRef:20]。 [20:  Paul Kelly,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5,p.83.] 

二、个人责任与平等的结合
德沃金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认为平等是一种“至上的美德”，将平等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那么这种美德应当如何在社会中实践呢？
现在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我们所提倡的平等不应是“结果平等”，而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被“作为平等的人”对待。我认为，德沃金的“至上的美德”就体现在他为如何使每个人被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他认为公民应当享有“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然而享有这种权利的同时，公民必须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
德沃金认为，使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是政府的职责，与政府的合法性紧密相关，他说：“统治所有公民并从中获得忠诚的政府，如果它对其统治下的公民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心，那么这个政府就不是合法的政府。平等的关心是政治共同体至上的美德——缺乏这种美德的政府仅仅是一个专制的政府。”[footnoteRef:21]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应当是给予其管辖下的人民某种程度的并且是平等的关心。 [21: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1.] 

所谓“平等的关心”，这一理念看起来相当抽象，其实这一理念是可以从康德传统中找到渊源的。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公正地分配，使所有公民享有同样的关注，这是不可辩驳的理所当然。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自17世纪以来许多契约论者也持有这种主张，道德平等的观念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一致，“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被平等对待，而不是是否应当被平等对待的观点”[footnoteRef:22]才是关于平等的争论点。 [22:  【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平等的关心”是指对各种具体物品和潜在机会进行平等的分配，这种分配不能以其中一部分人具有某些突出的特征或资格而受到影响。而“平等的尊重”是要求政府不能依据个人对于良善生活的定义的优劣来对公民进行差别对待并产生不公。这实际上是要求国家保持一种“中立”。我认为，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公民关于“良善的生活”的定义众说纷纭，政府不能对某种生活的优劣加以判定，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
然而，公民受到政府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只是一个开端，因为这是停留在理念层面的，体现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我们应当如何使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呢？个人责任在平等的实践中如何突显呢？德沃金将其平等理念具象化为“资源平等”。
（一）将责任纳入其伦理基础
首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像大多数西方政治哲学那样以伦理学为基础，它不是从任何道德观念中推演得来的。人们在原初状态中选择了正义原则是基于自身利益而非任何善的观念。[footnoteRef:23]鉴于前文中提及的德沃金对罗尔斯所采用的契约论的论证方法的批判，德沃金建构其平等理论的思路与罗尔斯背道而驰，将其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德沃金认为“我们的政治哲学来源于我们的伦理和道德哲学，以及我们的对于如何分别或共同创造最好生活的感觉”[footnoteRef:24]因此，伦理和道德原则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背景下，德沃金试图形成更加完善的平等观，并努力找寻支撑理论体系的伦理原则。 [23:  参见赵敦华：《劳斯的<正义论>解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页。]  [24:  【美】罗纳德·德沃金：《正义与生活价值》，张明仓译，载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伦理个人主义”能够作为支撑其资源平等的基础。伦理个人主义由两条原则构成，分别是“平等的重要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 importance）和“特别的责任原则”（the principle of special responsibility）。其中，特别的责任原则认为每个人对其生活是否成功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一个人与他自己的生活有特别的联系，他是他自己的生活进程的受托人：他的生活的成功或失败主要是他自己的责任”[footnoteRef:25]。人们有责任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念来选择生活方式，其他人不得对其强加伦理观念，不能将他们共同认为的某一善的观念强加于别人。 [25:  同上，第158页。] 

值得一提的是，德沃金“资源平等”的伦理基础对应着两种责任，分别是“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这也是他将责任纳入平等的突出体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没有排除先天残障等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的这一方面是政府责任的缺失，而在没有使个人承担其选择的责任这一方面则是个人责任的缺失。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缺陷。
（二）对福利平等的批驳
德沃金将个人责任纳入平等，不仅是建立在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批判之上，他也对福利平等这一理论持摒弃态度。首先，德沃金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福利平等进行了诠释，并对逐一对其进行了考察，结论是主观的福利平等理论是不成立的，而客观的平等理论要么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要么本身已经指向了资源平等。
福利平等理论的重要缺陷在于：昂贵嗜好（expensive tastes）。在德沃金的观点中，福利平等似乎在建议那些有着昂贵的嗜好的人，比如喝香槟的人，应当获得相对多的资源。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想达到嗜好的代价并不高昂的人所拥有的福利水平，相对多的资源份额是必须的，而这是有违道德直觉的。
福利平等并非像通常人们所想的那样，拥有自洽性。故，无论是差别原则还是福利平等都是存在漏洞的，它们是无处安放责任的。至此，德沃金为建构资源平等理论——使责任在平等理论中拥有一席之地，扫清了道路。
（三）“为选择承担责任”
德沃金在书中这样表述：“一方面，我们必须承受背离平等的痛苦，允许任何特定时刻的资源分配敏于抱负（ambition-sensitive）。”[footnoteRef:26]这是在要求资源平等必须反映人们做出的选择给别人带来的成本或者收益。“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资源分配在任何时候敏于禀赋（endowment-sensitive）。”[footnoteRef:27]可见，“抱负”和“禀赋”是资源平等理论目标的两个关键词。那么，关于抱负和禀赋，德沃金是怎么定义的呢？ [26: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89.]  [27:  同上。] 

“一个人的抱负包括他的所有嗜好、偏好和信念以及他的总体人生计划：他的抱负为他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提供了理由或动机。”[footnoteRef:28]而一个人的禀赋主要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相关方面的人格资源。 [28:  同上，p.322.] 

德沃金在著作中曾用到“个人”和“环境”来代替“抱负”和“禀赋”。将个人责任纳入平等理论要求我们做出如下区分：决定着什么是成功的信念和态度的归属于个人（个人本身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那种为成功的生活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身体、心理或人格特征属于个人的环境，而不是人本身。
个人的选择应当由我们个人负责，然而因为周遭环境因素带来的结果不应当由个人承担责任。用德沃金的方式阐述就是，我们的命运和发展不应该由自身禀赋决定，而应该取决于我们的抱负。这样，资源平等的目标就十分清晰了。乔纳森·沃尔夫认为，这一理论目标的意义重大，德沃金在平等主义理论中第一次尝试将个人选择和责任结合在一起。[footnoteRef:29]柯亨也曾说“德沃金为平等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把反平等主义的权利武器库中最强有力的观念纳入到了平等主义理论之中，那就是选择与责任的观念”[footnoteRef:30]。德沃金追求的是实现个人所处环境上的平等，虽然他与罗尔斯有着相似之处——并不主张将所有不平等彻底铲除，但是，德沃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主张要仔细分辨不平等产生于哪种具体因素，从而使其根源清晰。源于公民个人选择的不平等是正当的，而源于人们不能为之负责的环境因素的不平等是不正当的，是应该避免的。这也就是使人们敏于选择而钝于环境。 [29:  Jonathan Wolff, “Fairness, Respect, and the Egalitarian Ethos,”1998,p.100.]  [30:  G. A. 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1989,p.933.] 

那么，个人对其选择承担责任应当如何实现呢？资源平等的两种实践措施是在反事实的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实验：“虚拟保险设置是政治哲学上流行的和重要的技术之一：反事实的思想。哲学家认为在思考目前的环境下正义要求什么时，如果去问过去不同于现在将发生什么，那么这是合适的。”[footnoteRef:31]这种实验方法与罗尔斯的契约论有着相似之处，德沃金的理论方法是由对“民主的平等”中的“原初状态”的批判发展而来的。 [31: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Revisited”, 2002,p.108.德沃金认为政治哲学常常依赖隐喻和想象（比如假想的社会契约论和假想的保险）。在政治哲学史上，社会契约论的地位十分重要，托马斯·霍布斯和罗尔斯等人都曾采用这一理论。与之相比，假想的保险较少被政治哲学家们采用。假想的社会契约论试图维护的是“事后平等”（ex post equality），而假想的保险则努力维护“事前平等”（equality ex ante）。事实上，假想的保险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意义重大，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保障社会安定的再分配计划，都可以看作是对疾病、失业和其他坏运气的补救，这是保险方案的体现。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可被视为“保险费”，当人们处于不利境地时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偿，这种补偿可视为来自保险公司的赔偿。] 

要实现个人责任与平等的结合，德沃金采用了市场机制这一手段。“在证明一个特定的善和机会的分配的正当性时，关于平等的最好理论以一些实际的或虚拟的市场为前提”[footnoteRef:32]。市场并非是平等的敌人，对市场的合理管制是平等的要求，市场中的公正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体现。因此德沃金选择市场作为分析考察的工具，进行“假想的拍卖”和“虚拟保险市场”的实验。 [32:  Ronald Dworkin, “Comment on Narveson: In Defense of Equality,” 1983,p.38.] 

部分借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德沃金首先构造了一个“荒岛模式”——一艘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遇难，幸存者们来到一个资源丰富的未经开发而且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德沃金认为移民们到达荒岛之后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对岛上的物资进行合理配置，平等的资源分配必须要满足“嫉妒检验”，即“一旦分配结束，如果任何移民宁愿选择别人的资源份额而不要自己的那份，那么资源的分配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分配。”[footnoteRef:33] [33: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67.] 

伊丽莎白·安德森曾对嫉妒检验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沃金将平等定义为一种“免于嫉妒”的资源分配并不恰当，因为这造成了怀疑：“平等主义政策之后的动机仅仅是嫉妒”[footnoteRef:34]。他认为，德沃金等运气均等理论者将平等诉诸于心理因素——仅仅认为处境较差者值得怜悯，而并没有对这类人表达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在安德森看来，德沃金的嫉妒检验是针对人的心理的检验指标。后来德沃金对安德森的质疑做出回应时指出，嫉妒检验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检验标准，德沃金说：“当一些人宁愿要别人的资源束而不是自己的资源束时，他们就嫉妒别人的资源束（在技术意义上我仔细界定嫉妒检验并使之同心理意义上的区分开来）。除非嫉妒是技术意义上的，否则很难明白不平等如何存在”[footnoteRef:35]。德沃金在论述嫉妒检验时引证的资料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后面对嫉妒检验进行应用的“拍卖”和“保险市场”也都属于市场的范畴，这更加证明了“嫉妒”是一种经济现象。 [34:  Elizabeth S.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1999,p.287.]  [35: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Revisited”, 2002,p.117.] 

1.为何要进行拍卖？
当移民们对分配原则达成共识之后，下面要进行的就是对岛上的现有物质资源进行分配的具体实践。德沃金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分配方案，其中第一种是对现有资源进行平均分配。可是这种方式很快被他自己否定了，原因是许多资源是不能被分割的，比如假设移民的总数为n，奶牛的总数不一定是n的倍数，而且即使有些资源能够被继续分割，资源本身的优劣程度也很可能在人群中产生争议。所以，由于分配结果没有经过嫉妒检验，它是不会被移民们接受的。于是，第二种分配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德沃金设想通过某种手段使得岛上所有资源都转换为同一种资源，比如牛奶。这样的分配方案就达到了嫉妒检验的标准——每个人都拥有了相同份额的牛奶，没有人嫉妒其他人。
可是我不禁发问，德沃金提出的第二种分配方式就一定公平吗？所有的移民都乐意接受牛奶吗？如果有人不乐意接受牛奶，即使他获得了与他人相同份额的牛奶，他是否得到了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呢？
在资源平等理论中，单凭嫉妒检验远不足以确保资源的分配是平等而且正义的。嫉妒检验是公平分配的必要前提而非充分条件，想真正把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我们还需要考虑全体移民的不同偏好，让每个人得到平等的关心，“为应对这些问题，分配者需要某种形式的拍卖或其他市场程序。”[footnoteRef:36]德沃金为拍卖构造了一套“自由/限制体系”（liberty/constraint system）,来保证拍卖中资源的公平分配。     [36: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68.] 

2.虚拟保险市场的构建
完成拍卖之后，每一位移民在此刻拥有了平等的原始资源。接下来移民们还要进行物质的生产和交换，由于移民之间的个性、嗜好、抱负、才能以及运气等方面的差异巨大，此时的嫉妒检验标准是失效的，移民之间的相异性必然导致现有的平等被打破，这种现象又将如何解决呢?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曾说：“运气是自古祸害人类的冲突和战争中一个臭名昭著的因素。运气决定成败、由哪一方来书写历史，甚至决定存亡方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每个人的生存机会都极大地依赖于他出生的偶然性。”[footnoteRef:37]资源平等理论想要拥有说服力就必须考虑到人际相异性，考虑在人格资源不平等以及运气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何平等地分配资源。[footnoteRef:38]产生于市场中的交易的不平等现象是正当的，原因是这些不平等并非环境造成，而是人们自身选择的反映，对此我们应当努力实现“敏于抱负”。然而，由于运气因素导致的平等被破坏的现象，人们是不能也不应当为此承担责任的，这就需要我们实现“钝于禀赋”。因此，名为“虚拟保险市场”的思想实验方案就应运而生了。 [37:  【美】罗伯特·A.达尔：《论政治平等》，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80页。]  [38:  高景柱：《在平等与责任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平等理论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德沃金为了明确个人责任，将责任与运气因素相关联。他首先将运气进行分类，分别是“选项运气”和“原生运气”，其中“选项运气是一个自觉的和经过计算的赌博如何产生的问题——人们的得失是不是因为他接受自己预见到本来可以拒绝（might have declined）的这种孤立风险。”[footnoteRef:39]可以说，选项运气本来是可以“拒绝”的。而反观原生运气，这种运气就是不可“拒绝”的。比如一个人因为赌博损失惨重，他个人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原本可以做出不去赌博这一选择。而如果一个人因为地震而遭受损失，这时让他个人去承担责任就不符合正当的要求，这场灾难并非他可以预见和避免的。 [39: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73.] 

保险提供了一个纽带，“决定购买或拒绝购买灾难险种是一个经过计算的赌博”[footnoteRef:40]。个人的选择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相应的个人责任必然地融入资源平等理论体系。  [40:  同上，p.74.] 

三、结语：责任与平等的关系
德沃金为了弥补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中个人责任的缺位和消解这一缺陷，建构的资源平等理论是对当代平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一方面对福利主义理论对当代平等理论的阐释进行了批驳，主张人们应对个人选择负责；另一方面也直面了在平等理论中一直被忽视的先天残障等禀赋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德沃金指出了福利平等和罗尔斯的平等理论在责任问题上的限度。
我认为，德沃金对“责任”的重视有助于培养更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的公民，同时使得平等理论更符合人们的道德常识。比如，就人们是否应当对因为运气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承担责任的问题，罗尔斯主张人们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而德沃金则意识到运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原生运气是人们所不能左右的，故我们应当排除原生运气这一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然而对于我们可以选择的选项运气，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德沃金这种一分为二地看待运气因素与承担责任之间关系的视角是值得肯定的，是对罗尔斯平等理论发展。
除此之外，在讨论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时，德沃金和罗尔斯采取了不同的参照：德沃金以才能较高者为参照设计了虚拟保险市场，他认为购买最高水平收入的保险对于才能较高者而言是一种奴役。[footnoteRef:41]才能较高者应当购买的是低收入水平的保险。而反观罗尔斯，差别原则在处理自然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对分配造成的影响时，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处境最差者，故罗尔斯平等理论的参照是社会中的底层，他的视角是自下而上的。我认为，解决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可以采用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从而关注到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以社会中的某一类人为参照可能会造成并非所有人都得到了“平等的关心”的现象。 [41: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p.96.] 

那么，责任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定位呢？我赞同德沃金调和二者之间关系来捍卫平等理论的尝试，个人应该对自身选择承担责任，对于由于自身选择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应得到补偿。然而，在个人为其行为负责之前，我们先要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责任检验”（responsibility tests）,之后才能判断此人是否应该对其选择负责。只有个人恰当地承担了责任，才能保障平等和分配正义。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进行责任检验必然导致了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的质疑，诺曼·丹尼尔斯曾说，责任检验“是侵犯性的和贬低人的身份的，与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尊重相背离，责任检验是困难的，它的管理成本是高昂的”[footnoteRef:42]因此，强调责任的同时给平等主义理论带来了一定的批判，从这个角度看，责任与平等又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42:  Norman Daniels, “Democratic Equality: Rawls’s Complex Egalitarianism” ,in Samuel Freeman(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54.] 

在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之前，“自由”是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罗尔斯使平等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关注处于处境最差的群体，未对具体的个人可能遭受的不平等进行深入剖析，进而仅强调了集体责任而对个人责任不闻不问。德沃金对于平等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的资源平等理论为平等和个人责任提供了纽带，尽管资源平等的两个理论目标——“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有待商榷，但这一理论有效回应了保守主义对当代平等理论的批判。塞缪尔·谢弗勒曾说：“对福利国家最熟悉的保守主义批评之一是福利政策依赖并实施一个被贬低的个人责任和选择的观念。”可见强调个人责任有助于福利国家所面临的“福利病”等困境的化解。
资源平等理论在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在分配正义理论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它关注了以往平等主义理论所忽视的由自然因素所引起的非正义现象，将责任引入到平等理论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机会公平。而这种机会可以被归结为是某种运气，因此，德沃金的这一努力促进了“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这一重要的分配正义理念的兴起。依据运气均等主义者的观点，如果承担个人责任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共同承担所有运气的影响，那么选择的影响实际上也由我们共同承担了，然而这使每一个人不必为他们自身的选择承担责任。这个角度看，个人责任仍然被消解了。人们要求共同承担所有运气的影响是为了给个人责任创造前提条件，但这种要求本身又对个人责任的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德沃金将责任纳入平等的理论成果受到了破坏，个人责任被消解，仅有集体责任发挥效力。由此可见，德沃金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的尝试意义深远，但在后来的理论实践中被证明存在着限度，难以确保个人责任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参考著作：
[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美]罗纳德·德沃金：《正义与生活价值》，张明仓译，载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赵敦华：《劳斯的<正义论>解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
[7]  [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8]  [美]罗伯特·A.达尔：《论政治平等》，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9]  高景柱：《在平等与责任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平等理论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11]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
[12]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中译本：《认真对待权力》，信春鹰、吴玉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3]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Kenneth J. Arrow, “Some Ordinalist-Utilitarian Notes o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70,No.9,1973.
[15]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6]  Paul Kelly,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5.
[17]  Jonathan Wolff, “Fairness, Respect, and the Egalitarian Ethos,”1998.
[18]  G. A. 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1989.
[19]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Revisited”, 2002.
[20]  Ronald Dworkin, “Comment on Narveson: In Defense of Equality,” 1983.
[21]  Elizabeth S.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1999.
[22]  Norman Daniels, “Democratic Equality: Rawls’s Complex Egalitarianism” ,in Samuel Freeman(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

